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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3863/2020号
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一百三十五届会议(2022年6月27日至7月27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亚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马哈古卜·哈伊巴、古谷修一、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徐昌禄、科鲍娅·查姆贾·帕查、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和根提安·齐伯利。]  [4: 	***	委员会委员邓肯·莱基·穆胡穆扎(部分不同意见)和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不同意见)的个别意见附于本决定之后。] 

来文提交人：	A.I.(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瑞典
来文日期：	2020年12月13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20年12月18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2年7月26日
事由：		遣返布隆迪
程序性问题：	可否受理――来文明显缺乏依据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正审判权；意见和表达自由
《公约》条款：	第七、第十四和第十九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1.1	来文提交人A.I.，系布隆迪国民，1980年出生。她声称，缔约国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七、第十四和第十九条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1976年3月23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无律师代理。
1.2	2020年12月17日，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94条，通过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来文期间不要将提交人驱逐至布隆迪。同一天，缔约国决定暂停驱逐提交人。
		事实背景[footnoteRef:5] [5: 		由于提交人提供的关于诉讼程序的事实陈述不完整，因此事实背景以提交人最初提交的材料以及缔约国的意见为依据。] 

2.1	提交人指出，她的丈夫是团结民主运动党的会计，[footnoteRef:6] 2015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布隆迪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多次抗议游行。[footnoteRef:7] 此后，执政党的武装民兵(远望者民兵)、警察和法官一直在追捕团结民主运动成员及其家属。 [6: 		提交人在2018年1月17日与瑞典移民局面谈时指出，她的丈夫为团结民主运动收取社区会费，并参加每月的党派会议。然而，尽管工作人员就此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她无法提供关于她丈夫活动的其他细节或信息，甚至无法提供关于她丈夫的活动当时如何影响她自己生活的信息。]  [7: 		提交人指出，尽管《布隆迪宪法》只允许连任两届总统，但皮埃尔·恩库伦齐扎竞选第三个任期。应当指出的是，2015年5月5日，布隆迪宪法法院作出有争议的裁决，允许皮埃尔·恩库伦齐扎竞选第三个任期。] 

2.2	2017年2月17日，提交人前往缔约国探望她的姐姐。[footnoteRef:8] 她的丈夫留在布隆迪。她在几天后获悉，[footnoteRef:9] 警察于2017年2月20日前往她在布隆迪布琼布拉的家中寻找她的丈夫。她提供了刑事调查警察Musaga地方分局在同一天发出的通知，其中将她的丈夫列为“参加叛乱运动”的通缉犯。提交人称，她的丈夫于2017年2月20日失踪，此后她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8: 		这是提交人在2018年1月17日与瑞典移民局面谈时提供的日期。在这次面谈中，她还指出，她向布隆迪当局申请了护照。护照于2016年签发。提交人持签证进入瑞典。]  [9: 		提交人在2018年1月17日与瑞典移民局的面谈中透露，她的家政工人在电话中告诉她，警察来到她家。] 

2.3	提交人指出，因为她丈夫参加了政治活动，而且当局认为她知道他的下落，因此警方和远望者民兵也在积极寻找她。[footnoteRef:10] 她提供了刑事调查警察Musaga地方分局于2017年2月28日发布的通知，其中将她列为通缉犯。[footnoteRef:11] [10: 		提交人在2018年1月17日与瑞典移民局面谈时指出，警方和远望者民兵正在寻找她；他们要么是想知道她丈夫的下落(如果他在逃)，要么是已经杀死了她的丈夫，想要追捕她，因为她是他的妻子。]  [11: 		2018年1月17日与瑞典移民局的面谈显示，将她和丈夫列为通缉犯的两份通知是她的家政工人在她家收到的。家政工人拍下照片，用邻居的手机发给提交人。提交人向瑞典移民局和委员会提供了两份通缉令的副本。] 

2.4	提交人于2017年3月14日向缔约国申请庇护。2018年2月22日，瑞典移民局驳回了她的庇护申请，理由包括提交人关于她丈夫政治活动的陈述自相矛盾，她也未能详细提供有关团结民主运动的活动，她丈夫的政治活动，或者这些活动如何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等的情况。瑞典移民局还认为，鉴于提交人的丈夫在党内担任全职职务已有数年，而且他们两人一起生活在担心因这些活动而被杀害的恐惧中，因此提交人的解释不足，不能令人满意。
2.5	提交人向移民法院提出上诉，但于2020年4月9日被驳回。2020年5月27日，移民上诉法院拒绝给予上诉许可，驱逐提交人的决定遂成为终审决定。
		申诉
3.1	提交人担心，如果她被遣返布隆迪，警方或远望者民兵会对她进行迫害，以获取关于她丈夫下落的信息。
3.2	提交人指出，自2015年选举以来，警方和远望者民兵一直在追查团结民主运动成员及其家人，他们经常遭到逮捕、监禁或杀害。她补充说，该党已被政府取缔，事实上，它是唯一一个被政府禁止参加2020年选举的政党。
3.3	提交人称，尽管她提供了物证，包括布隆迪警方签发的将她列为通缉犯的通知副本，但缔约国驳回了她在申请政治庇护和保护后提出的所有上诉，并强迫她离开该国。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1年8月17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2	缔约国从来文内容推断，提交人主张，将她遣返布隆迪将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因为她面临来自布隆迪当局和远望者民兵的威胁。
4.3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关于如果被遣返布隆迪，她有可能受到相当于违反《公约》的待遇的说法，没有达到受理所需的最低证实程度。因此，缔约国认为来文明显缺乏根据，所以不可受理。
4.4	根据委员会的判例，为确定将提交人强行遣返布隆迪是否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必须考虑到以下因素：布隆迪的总体人权状况，以及提交人返回布隆迪后亲身面临可以预见的遭受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的待遇的切实风险。
4.5	关于布隆迪的总体人权状况，缔约国提到了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一系列报告，[footnoteRef:12] 并指出，虽然它不想低估在这方面可以合理表达的关切，但布隆迪的总体人权状况本身并不足以证明驱逐提交人将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footnoteRef:13] [12: 		见S/2019/837；A/HRC/42/49；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Running Out of Options in Burundi”，Africa Report, No. 278, 20 June 201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Burundi 2020 Human Rights Report”，可查阅美国国务院网站(www.state.gov)；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Burundi: the authorities’ treatment of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party known as Movement for Solidarity and Democracy (Mouvement pour la solidarité et la démocratie, MSD)”，8 March 2017；Freedom House,“Freedom in the World 2021, Burundi”；以及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21, Burundi”。]  [13: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30段。] 

4.6	关于提交人亲身遭受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的待遇的风险，缔约国指出，移民部门认为，提交人是一名妇女和图西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被视为提交人已合理证明她需要保护。[footnoteRef:14] 此外，提交人在卷宗中提交的书面证据被认为过于简单，因此证据效力很低。缔约国补充说，移民法院在裁决中还认定，提交人关于她丈夫在团结民主运动中的活动的陈述不明确，缺乏细节。移民法院注意到，提交人称，她从未引起当局或任何其他行为体的注意，因此认为她关于面临威胁的说法不充分。关于她和她丈夫被通缉的说法是基于二手资料，法院认为这不足以合理地证明她需要保护。 [14: 		提交人在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的庇护申请中称，她之所以受到迫害，是因为她是图西人，并且是女性。] 

4.7	缔约国还指出，国家移民主管部门认为布隆迪的安全局势属于国内武装冲突。然而，移民局认为，并非所有居民都面临受到构成保护理由的待遇的风险，而且提交人未能合理地证明，她因原籍国的局势而需要保护。
4.8	简而言之，移民主管部门认为，提交人为证明她在原籍国可能受到构成保护理由的待遇而提出的理由不足以合理地证明她需要保护。此外，缔约国认为，提交人试图将委员会作为上诉法院。
4.9	最后，缔约国坚称，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国家主管部门的决定不当，或国家程序的结果具有任意性或构成司法不公。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陈述和她在申诉中提出的事实不足以得出结论认为，她所称返回布隆迪后遭受虐待的风险符合可预见、真实和针对其本人这几项要求。因此，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执行驱逐令不构成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所承担的义务。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21年12月9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2	提交人在评论中指出，如果被遣返布隆迪，她将亲身面临重大的遭受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的切实风险。她对缔约国在意见中提到的关于布隆迪人权状况的各种报告的内容没有任何异议。此外，她提到布隆迪人权倡议2020年1月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警察和远望者民兵继续在布隆迪实施逮捕、虐待、酷刑和法外处决，大多数受害者是反对派成员及家属，包括全国自由大会党和团结民主运动成员及家属。[footnoteRef:15] [15: 		见Burundi Human Rights Initiative,“A Façade of Peace in a Land of Fear: Behind Burundi’s Human Rights Crisis”(January 2020)。] 

5.3	提交人回顾，根据布隆迪政府的决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驻布隆迪办事处于2019年2月28日关闭，秘书长布隆迪问题特使办公室于2021年5月31日关闭。
5.4	提交人还坚称，缔约国将她遣返布隆迪将违反《公约》第十四条，因为她在该国将面临被逮捕和得不到公正审判的风险。她回顾说，刑事调查警察Musaga地方分局于2017年2月28日发布了一份通知，将她列为“参加叛乱运动”的通缉犯，而被判定犯有相同罪行的人权活动者在未获得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30年以上监禁。布隆迪人权倡议的报告指出，为使司法系统听命于执政党而向其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到2020年初，在处理政治敏感案件时，司法系统仅存的独立性几乎消失殆尽。该报告还强调，在被告为反对党成员的审判中，此类阻碍尤为明显。[footnoteRef:16] [16: 		同上，第67和第68页。] 

5.5	最后，提交人提及《公约》第十九条，该条规定，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
		缔约国的进一步意见
6.1	2022年2月16日，缔约国就提交人的评论提交了进一步意见。
6.2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的评论没有包含任何新的、在缔约国的初步意见中尚未基本解决的关于实质问题的相关论点。缔约国强调，它完全坚持其在初步意见中就本申诉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所表达的立场。
6.3	此外，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在评论中似乎声称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四和第十九条的情况。在这方面，委员会强调，这是提交人首次援引这些条款，她也没有解释为何应该适用这些条款。因此，缔约国认为，应宣布申诉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她已经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鉴于缔约国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的要求已经满足。
7.4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将她遣返布隆迪将违反《公约》第十四条，因为她在该国可能面临被逮捕和得不到公正审判的风险，而且将违反《公约》第十九条。然而，委员会指出，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这些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这些申诉不可受理。
7.5	关于提交人以有可能遭受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为由提出的指称，委员会回顾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年)第12段，其中指出，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存在《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则缔约国有义务不将有关个人引渡、遣返、驱逐或以其他方式逐出其国境。委员会还指出，此种风险必须是切身风险，而且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存在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的门槛很高。[footnoteRef:17] 为了评估是否存在此种风险，必须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包括提交人原籍国的总体人权状况。[footnoteRef:18] 委员会回顾其判例，其中指出，应对缔约国的评估给予相当的重视，并且重申，通常应由《公约》缔约国的机关来审查和评价事实及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此种风险，除非认定缔约国的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footnoteRef:19] 委员会还回顾其判例，即提交人有责任证明，如果被驱逐，他或她将亲身面临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的切实风险。[footnoteRef:20] [17: 		例如见A.E.诉瑞典案(CCPR/C/128/D/3300/2019)，第9.3段；J.I.诉瑞典案
(CCPR/C/128/D/3032/2017)，第7.3段；V.R.等诉丹麦案(CCPR/C/117/D/2745/2016)，第4.4段；以及X诉丹麦案(CCPR/C/110/D/2007/2010)，第9.2段。]  [18: 		同上。]  [19: 		V.R.等诉丹麦案，第4.4段；F.B.L.诉哥斯达黎加案(CCPR/C/109/D/1612/2007)，第4.2段；Fernández Murcia诉西班牙案(CCPR/C/92/D/1528/2006)，第4.3段；以及Schedko诉白俄罗斯案(CCPR/C/77/D/886/1999)，第9.3段。]  [20: 		例如见A.E.诉瑞典案，第9.7段；I.K.诉丹麦案(CCPR/C/125/D/2373/2014)，第9.7段；以及M.P.等诉丹麦案(CCPR/C/121/D/2643/2015)，第8.7段。] 

7.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警方和远望者民兵正在积极寻找她，既是因为她的丈夫在团结民主运动中的活动，也是因为他们想获得关于她丈夫下落的信息，她的丈夫于2017年失踪。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担心遣返布隆迪后会被逮捕、受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得不到公正审判。
7.7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本来文证据不足。委员会还注意到，移民法院在2020年4月9日的裁决中认定，提交人关于她丈夫在团结民主运动中活动的陈述自相矛盾、不明确、缺乏细节。最后，委员会注意到，国家移民主管部门的结论是，提交人没有合理地证明她需要保护，并且认为提交人在卷宗中提交的书面证据过于简单，因此证据效力很低。
7.8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关于她丈夫在团结民主运动内部积极活动的说法是她申诉的依据，也是她面临遭受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的风险的原因。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来证实这一申诉，尽管瑞典移民局在与她面谈时向她提出了许多相关问题，无论是关于该党本身的活动，特别是她丈夫的活动，或者说，如果她丈夫从未告诉她他在党内的活动，那么他的活动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但她在国家程序中在这方面所作的陈述被认为自相矛盾、不明确、缺乏细节。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合理地解释她担心遣返布隆迪会使她面临遭受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的风险的依据。
7.9	此外，委员会注意到，国家主管部门审议了提交人提出的所有申诉，而且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证明国家主管部门的评估和结论显然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
7.10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可受理。
8.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报缔约国和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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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件：英文〕
附件一
		委员会委员邓肯·莱基·穆胡穆扎的个人意见(部分不同意)
1.	委员会认为，根据提交人提供的资料，不存在违反《公约》第七、第十四和第十九条的情况。
2.	在审查了提交人的主张后，我确信存在违反《公约》第七条的情况，而且由于提交人被驱逐到布隆迪，这种情况很容易升级为违反《公约》第六条的情况。
3.	关于《公约》第十四和第十九条，我同意同事们的意见，即提交人没有提供资料证实关于违反上述条款的申诉。因此，我将讨论第七条的问题，我认为提交人关于该条的申诉是有根据的。
4.	提交人强调，她于2017年前往缔约国探望姐姐，并在几天后获悉，警察于2017年2月20日前往她在布隆迪布琼布拉的家中寻找她的丈夫。提交人还说，由于她丈夫的政治活动，以及当局认为她知道他的下落，她本人也是警察和远望者民兵积极搜寻的对象。她收到了刑事调查警察Musaga地方分局于2017年2月28日发出的“通缉令”，上面有她的名字。
5.	提交人目前的情况表明，她是远望者民兵的关注对象，在布隆迪被通缉，目的是追踪/查找她的丈夫。写有她名字的“通缉令”显示，她的生命受到明显和迫在眉睫的威胁，这表明，如果被遣返布隆迪，她的生命将面临危险。
6.	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存在《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缔约国有义务不将有关个人引渡、遣返、驱逐或以其他方式逐出其国境。[footnoteRef:21] 此种风险必须是切身风险，而且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存在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的门槛很高。 [21: 		见委员会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年)，第12段。] 

7.	无可争议的是，提交人收到了刑事调查警察Musaga地方分局签发的“通缉令”，上面有她的名字。发出通缉令是为了迫使她透露丈夫的下落，而她表示并不知情。当警方想要讯问与所犯罪行有关的人时，会发出“通缉令”。在本案中，向提交人发出通缉令是为了告知远望者民兵她丈夫的下落。她的丈夫参与了团结民主运动党的政治活动，这本身并不构成犯罪。因此，对提交人发出“通缉令”是基于其他因素，而不是与犯罪有关，因为并未犯下任何罪行。提交人明确指出，她自己的生命显然面临风险，将导致不可弥补的伤害。
8.	以前曾有报告称，远望者民兵通过其活动和与当局的联系，特别是与布琼布拉警方的联系，能够在全国各地和国外找到一个人，或阻止一个人离开该国；若干报告和消息来源披露了这些活动。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了这一点。缔约国指出，它并没有低估提交人对布隆迪人权状况表示的合理关切。在这种情况下，允许缔约国以这种方式行事将是一种嘲讽，如果提交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缔约国将成为共犯。
9.	关于第七条，缔约国有责任通过必要的立法以及其他措施保护每一个人，使之免遭第七条禁止的各项行为伤害，而不论行为者当时是以官方身份、还是以其官方身份以外的身份或以私人身份行事。[footnoteRef:22] 此外，《公约》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规定适用于公职人员或私人所实施的行为。这意味着国家有积极义务，包括尽责义务，充分保护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免遭私人恐怖分子等的行为之害。[footnoteRef:23] [22: 		见委员会第20号一般性意见(1992年)，第2段。]  [23: 		见委员会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年)，第8段。] 

10.	缔约国有义务按照第七条的规定，保护提交人免遭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缔约国本应采取措施，开展尽职调查，查明提交人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和风险，而不是驳回她的申诉，决定将她遣返布隆迪，因为她在那里会有生命危险。将提交人遣返布隆迪本身就是一种惩罚，缔约国明知提交人在布隆迪有生命危险，而且有可能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却还要将她送入“虎穴”。这侵犯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
11.	我认为存在违反第七条的情况，这还可能导致违反第六条的情况。因此，委员会应恳请缔约国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和保全提交人的生命。应恳请缔约国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和保全提交人的生命。此外，委员会应当有相关司法认知，在提交人的这种情况下，发布“通缉令”可能会给她的生命带来危险。




〔原件：英文〕
附件二
		委员会委员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的个人
意见(不同意)
1. 	我很遗憾不能同意委员会对本来文的决定。我认为，本应宣布提交人的申诉可予受理，并认定提交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至少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2. 	委员会的结论是，瑞典主管部门已经处理了提交人的申诉，而且提交人没有证明国内主管部门的评估和结论显然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footnoteRef:24] 我对得出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结论感到犹豫。 [24: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7.9段。] 

3. 	提交人无律师代理，[footnoteRef:25] 这可能对其申诉造成了不利影响。尽管如此，提交人明确提到了几个理由，这些理由综合在一起似乎可以证实，如果被遣返原籍国，提交人可能亲身面临很高的风险。 [25: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1.1段。] 

4. 	缔约国承认，根据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不应“低估对布隆迪人权状况可能合理表达的关切”，但缔约国坚称，“该国的总体状况本身并不足以确定将提交人驱逐出境将违反《公约》第六或第七条”。[footnoteRef:26] [26: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4.5段。] 

5.	紧接着这一结论，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是一名妇女，而且是图西人，因此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然而，缔约国认为，这些因素本身并不“足以认为提交人合理地证明了她需要保护”。[footnoteRef:27] [27: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4.6段。] 

6.	此外，缔约国还称，“国家移民主管部门认为布隆迪的安全局势属于国内武装冲突”。[footnoteRef:28] [28: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4.7段。] 

[bookmark: _Hlk147309525]7. 	提交人声称，她的丈夫为团结民主运动党工作，尽管布隆迪《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但是在布隆迪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宣布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后，她的丈夫于2015年积极参加了抗议游行。[footnoteRef:29] 2015年5月5日，布隆迪宪法法院作出一项有争议的裁决，允许总统寻求第三个任期。[footnoteRef:30] [29: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2.1段。]  [30: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脚注4。] 

8.	据提交人称，此后，执政党的武装民兵(远望者民兵)、警察和法官一直在追捕团结民主运动的成员和家人，当然也包括提交人，经常逮捕、监禁或杀害他们。这是唯一一个被政府禁止参加2020年选举的政党。[footnoteRef:31] [31: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3.2段。] 

9. 	提交人于2017年2月17日离开布隆迪后，获悉警察于2017年2月20日前往她在布琼布拉的家中寻找她的丈夫。她向瑞典主管部门提交了一份日期为同一天的“通缉令”，上面有她丈夫的名字，由刑事调查警察Musaga地方分局签发，罪名是“参加叛乱运动”，这是一项重大刑事指控。此后，她再也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footnoteRef:32] [32: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2.2段。] 

10.	提交人提到，由于她丈夫的政治活动，而且当局认为她知道他的下落，因此她本人也是警方和远望者民兵积极搜寻的对象。为此，她出示了刑事调查警察Musaga地方分局于2017年2月28日签发的“通缉令”，上面有她自己的名字。[footnoteRef:33] [33: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2.3段。] 

11.	尽管如此，瑞典主管部门认为“提交人在卷宗中提交的书面证据过于简单，因此证据效力很低”，[footnoteRef:34] 她的理由“不足以合理地证明她需要保护”。[footnoteRef:35] 那么，提交人应该提供什么呢？尽管她当时已经人在瑞典，但要出示一份由布隆迪公职人员(也许是公证人)认证的“通缉令”副本吗？ [34: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4.6段。]  [35: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4.8段。] 

12.	瑞典移民局还认为，鉴于提交人的丈夫在党内担任全职职务已有数年，而且他们一直生活在担心因这些活动而被杀的恐惧中，提交人有限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footnoteRef:36] 然而，这是否排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自2015年以来(见上文第5段)，一旦返回布隆迪，提交人和丈夫目前都可能面临被杀害或受到严重伤害的风险？ [36: 		见上文委员会的意见第2.4段。] 

13.	鉴于所有这些因素――即布隆迪的政治局势，总统违反《宪法》长期执政，政治反对派和家人受到严重迫害，公认的国内武装冲突局势，以及提交人是图西族妇女，也是刑事调查警察发出的“通缉令”的对象，她的丈夫因参加叛乱运动而正被积极追捕，可能导致二人遭到监禁甚至死亡的风险――瑞典主管部门是否仍能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若被遣返原籍国不会亲身面临风险？坦率地说，我无法得出如此直截了当的结论。
14.	即便国内主管部门的评估和结论是否明显具有任意性、构成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仍有待商榷，但如果在现有情况下将提交人遣返布隆迪，她可能亲身面临很高的遭受不可弥补伤害的切实风险。因此，我会得出结论认为，至少存在侵犯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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